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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

———中国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实证研究

潘春阳 何立新
*

摘要: 再分配偏好的提高反映出民众对当前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本文致力于从

“个人利益”和“分配公平”两个角度对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进行解释。根据 Roemer 的
理论，本文从“成功可控性”的角度构造了反映居民分配公平观念的变量，并采用中国综
合社会调查( 2006) 的微观调查数据和 Ordered Probit 模型，研究发现，“个人利益论”和
“分配公平论”在中国都能得到实证支持，即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不但存在对自身利益
的考虑，也有显著的追求分配公平的动机;同时，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居民再分配

偏好的因素。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总之，确保机会均等、维护分
配公平对于降低居民再分配偏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再分配偏好 分配公平 有序选择模型

一、引言

再分配偏好( Preference for Redistribution) 是指民众对收入再分配的支持力度，是反映民众对社会收入差
距容忍程度的一个指标，再分配偏好的提高反映出民众对当前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以来，中国居民间、城乡间、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世界银行，2003; Ravallion and Chen，2007; Sicular，et
al．，2007; Benjamin，et al．，2010) ，这一现象引起了民众的高度关注。
据调查，2000 年和 2001 年认同“贫富悬殊是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的城市居民分别占 71． 6%

和 64． 5% ; 2000 年和 2005 年认同“收入差距是我国前四位严重的问题”的领导干部分别占 47． 7% 和
75． 6% ; 2005 年，91%的被调查者关注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从 2008 年到 2010 年，“贫富分
化”也一直是城镇居民关注的八大社会问题之一( 汝信等，2001 － 2011) 。
同时，收入差距过大基本成为民众的共识( 胡联合、胡鞍钢，2007;陆学艺，2010) 。据调查，2001 年认为

当前收入差距拉大“勉强可以接受”或“完全可以接受”的被调查者只占 19． 7%，而其余 80． 3%则“完全不能
接受”或持消极或中性态度( 汝信等，2002 ) 。2001 年，高达 71． 6%的被调查者认为“收入差距太大”( 李春
玲，2006) 。2004 年，70%以上的居民认为全国范围内的收入差距“有些大”或“太大”( 怀默霆，2009) 。
不少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导致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后果，诸如居民消费不振

( 袁志刚、朱国林，2002;朱国林等，2002) 、犯罪率提高( 胡联合等，2005 ) 、相对剥夺感的上升( 郭星华，2001;
Brockmann，et al．，2008) 和主观幸福感的下降( 田国强、杨立岩，2006;何立新、潘春阳，2011) 。
可见，民众心态和学者研究都指向一点———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根据中国综合社会

调查( CGSS)的数据可以发现，2003年、2005年和 2006年“同意”和“非常同意”收入再分配的居民分别达到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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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和 81% (见图 1)。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 这一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数据来源:根据 2003 年、2005 年和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整理。

图 1 2003 年、2005 年和 2006 年中国居民再分配偏好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再分配偏好的决定因素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两大观点: 一是

“个人利益论”，二是“分配公平论”。① 持“个人利益论”者认为:居民支持再分配是因为有利可图( 即“独善
其身”) 。一方面，社会上的穷人等弱势群体有激励支持“劫富济贫”; 另一方面，在给定当前收入的情况下，
对未来收入的悲观预期也会提高再分配偏好。显然，“个人利益论”仍然囿于经济学“理性人假说”的传统框
架，对再分配偏好作出解释。而持“分配公平论”者则认为，居民支持再分配是出于对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
追求( 即“兼济天下”) 。那么，上述两大理论能否得到中国的经验支持，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 同时，如何
构造反映社会分配公平的变量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再分配偏好体现了民众对收入差距的主观判断。政府和学界往往根据基尼系数等客观指标判断收入差

距的大小，但事实上，对收入差距的估算难以避免统计偏差②;同时，绝大多数民众并不了解有关收入差距的

研究文献，但这些都不妨碍他们对收入差距进行主观判断，因而再分配偏好体现了“民心所向”，值得政府高
度关注。总之，探索再分配偏好的决定因素对于改善居民对收入差距的态度、提高居民幸福感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政策含义。
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根据相关文献，重点分析了“个人利益论”和“分配公平论”及其内在

机制;第三部分介绍本文利用的数据和计量方法，并构造了相关变量;第四部分进行实证分析，重点关注“分
配公平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最后总结全文。

二、再分配偏好的决定因素:基于文献的分析

(一)个人利益论

持“个人利益论”者认为居民支持再分配是因为有利可图。在现实社会中，多数穷人支持再分配而多数
富人反对再分配便是明证。Meltzer和 Richards( 1981) 建立了一个经典的静态政治经济学模型( MR模型) 对
选民的再分配偏好进行了刻画。在线性所得税和一次性转移支付的假设下，他们发现生产效率越低的选民
具有越高的再分配偏好。Ravallion和 Lokshin( 2000) 利用 1996 年俄罗斯微观调查数据发现，受教育程度较
低者、担心失业者、农村居民、妇女和老年人这些“弱势群体”都会倾向于较强的再分配偏好。Alesina 和
La Ferrara( 2005) 以及 Alesina 和 Giuliano ( 2009 ) 等实证研究都验证了收入水平与再分配偏好呈负相关。
Isaksson和 Lindskog( 2009) 进一步发现相对收入越高的居民再分配偏好较低。
但是，上述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中一些穷人反对再分配而一些富人支持再分配的现象，于是学者进一步引

入预期机制从动态的角度进行解释。他们认为，如果穷人预期自己能够成为富人，那么他便有激励反对“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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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详见本文第二部分。
这些统计偏差主要来源于富人样本量偏低、居民低报收入倾向、难以获得“灰色收入”以及忽略社会保障等非现金收益

等原因。



富济贫”。Hirschman( 1973) 提出“隧道效应”，强调乐观的收入预期能够提高居民对收入差距的容忍程度①。
Benabou和 Ok( 2001) 将收入流动性和未来收入预期引入 MR 模型，从而将其动态化，他们发现收入地位向
上流动的预期( prospect of upward mobility，POUM) 能够降低居民的再分配偏好。
上述结论被称为“POUM假说”，成为后人实证研究的焦点。Ravallion和 Lokshin( 2000) 对俄罗斯居民的

研究发现，预期收入下降的居民具有较高的再分配偏好，且这一效应对富裕阶层尤为显著。Alesina 和
La Ferrara( 2005) 对美国收入动态纵贯调查(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PSID) 和综合社会调查( General
Social Survey，GSS) 1978 － 1991 年的数据进行匹配，构造了更为客观的衡量未来收入预期的指标，发现这一
指标与再分配偏好负相关。Alesina和 Giuliano( 2009) 利用美国 GSS1972 － 2004 年的数据，发现收入向上流
动的预期能够降低再分配偏好，从而也验证了“POUM假说”。
(二)分配公平论

显然，“个人利益论”仍然囿于经济学“理性人假说”的传统框架对再分配偏好做出解释，而持“分配公平
论”者则强调居民支持再分配是出于对社会分配公平的追求。但是学者对“分配公平”的理解存在一定差
异。平均主义者( egalitarianism) 往往强调个人在收入、福利和健康等方面的结果均等，但这容易对人们创造
和节约财富产生负面激励，从而导致效率损失。更多的学者( Rawls，1971; Dworkins，1981a，1981b; Sen，1985;
Cohen，1989; Arneson，1989) 则认为:结果均等与否并不重要，判断社会分配公平的标准主要在于个人拥有均
等的获取结果( 如收入、福利和健康等) 的机会，即机会均等。Roemer( 1998，2002，2003) 进一步将决定个人
结果的因素区分为两大类:主观可控的“努力”( 如工作努力程度和责任感) 和主观不可控的“环境”( 如天赋
和家庭背景) ，并认为分配公平的实质在于:给定个人的“努力”程度，“环境”因素并不能影响个人对其结果
的预期。事实上，还有不少因素介于人为“可控”和“不可控”之间，例如个人的受教育水平、社会关系等。与
很多文献一致，本文正是循着这一思路来构造反映社会分配公平的变量。
在支持“分配公平论”的研究中，Fong、Bowles和 Gintis( 2006) 强调人们支持福利国家及其再分配政策是

因为人具有互惠主义精神，即人们主观上便愿意帮助穷人，但当发现穷人存在欺骗或不够努力导致合作失败

时，人们才会停止援助的行为。Alesina和 Angeletos( 2005 ) 将社会信念( social belief) 引入模型，刻画了再分
配政策的多重均衡。他们发现，如果民众普遍认为努力和才能决定了个人财富，那么再分配偏好便会降低，
并支持“低税收 －低福利”政策( 如美国) ;反之，如果人们普遍认为机遇、出身、寻租能力决定个人财富，那么
再分配偏好便会提高，并会选择“高税收 －高福利”政策( 如欧洲) ，这将导致效率损失，进而使得这一不良信
念得以自我维持( self － sustained) 。这一模型揭示了不同的信念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
在实证研究方面，Fong( 2001) 利用 1998 年 Gallup对美国成年人的调查发现，那些认可“运气决定收入”

的居民再分配偏好较高，而认可“美国机会较多”的居民再分配偏好较低，同时，那些用以刻画个人利益的解
释变量则对再分配偏好没有影响; Alesina和 La Ferrara( 2005) 发现那些认可“美国社会机会均等”的居民再
分配偏好较低。Alesina和 Giuliano( 2009) 利用美国 GSS 数据发现，认可“运气相比努力对获得成功更为重
要”的居民再分配偏好较高。Fong、Bowles和 Gintis( 2006) 进一步区分了各种成功来源的信念对再分配偏好
的影响，发现认可“成功取决于努力工作和承担风险”的居民再分配偏好较低，认为成功取决于性别、种族、
社会关系和欺诈等因素的居民再分配偏好较高。类似地，Isaksson 和 Lindskog( 2009) 利用 25 个国家的数据
也发现认可“努力有回报”的居民再分配偏好较低，认可“家庭背景对成功重要”的居民再分配偏好较高，而
认可“才智与技能有回报”的居民再分配偏好居中。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上述两大类因素之外，影响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因素极为广泛，而且各国之间的差异

也十分明显。Alesina和 Giuliano( 2009) 对再分配偏好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综述，认为个人阅历、社会文
化和习俗、价值观念的灌输、父母的鼓励和教导、家庭结构和组织、公平观念、从众心理是七种影响再分配偏
好的基础因素，他们进一步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 World Value Survey，WVS) 和 GSS 的数据对美国和其他 80
个国家展开实证，发现再分配偏好不但取决于年龄、性别、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等个人特征，而且也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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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irschman( 1973) 认为，乐观的收入预期能够提高居民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正如人们在拥堵的两车道隧道中发现旁边
车道的车辆开始向前移动，尽管自己所处的车道还处于拥堵状态，但仍能产生愉悦感，因为产生了摆脱拥堵的乐观预期。但
他随即指出，如果在一段时间后人们发现仅仅是旁边车道疏通了，自己的车道依然拥堵，那么乐观预期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

是不满、愤怒甚至违规变道的行为。



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和公平观念的产物。
针对中国居民再分配偏好的研究还十分罕见。根据获得的资料，仅有马明德和陈福平( 2010) 进行了实证，

他们发现，收入、社会流动性、收入公平性①以及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特征是影响再分配偏好的重要因素。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②，CGSS( 2006) 调查采用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
率抽样:区( 县) 、街道( 镇) 、居委会、住户和居民，其中区( 县) 、街道( 镇) 、居委会( 村) 三级已依据 2000 年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完成，对全国 28 个省市抽取 10 000 个家庭户进行了入户调查。
根据 CGSS( 2006) ，我们获得了被调查者个人及其家庭的相关信息，在删除若干异常样本点后③，最终形

成有效样本容量为 7 590。
(二)变量释义

1．被解释变量:再分配偏好
再分配偏好是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CGSS( 2006) 问卷设计如下:“应该从有钱人那里增收更多的税来

帮助穷人”，要求被调查者提供对这一观点的同意程度: “非常同意 = 4”、“同意 = 3”、“不同意 = 2”和“非常
不同意 = 1”，显然，同意程度越高者具有越高的再分配偏好，该变量频率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居民再分配偏好频率统计

再分配偏好 频数( 个) 频率( % )
非常不同意 239 2． 73
不同意 1 422 16． 22
同意 4 448 50． 73
非常同意 2 659 30． 33
合计 8 768 100

数据来源:根据 CGSS( 2006) 计算整理。

2．有关个人利益的变量
我们采用“等价规模收入”、“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经济地位流动预期”三个变量来检验“个人利

益论”对中国的适用性。
等价规模收入:根据 CGSS( 2006) ，我们用 2005 年被调查者家庭的全部纯收入除以家庭人口的平方根，

得到按家庭人口调整后的家庭等价规模收入④，并取对数，以检验被调查者的绝对收入水平对其再分配偏好

的影响。⑤

相对社会经济地位: CGSS( 2006 ) 问卷设计如下: “您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要求被调查者选择: “上
层 = 5”、“中上层 = 4”、“中层 = 3”、“中下层 = 2”、“下层 = 1”，这一问题从静态和横向比较的角度衡量了被
调查者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可以发现，相对社会经济地位与等价规模收入呈显著正相关，这符合常理，我
们将这两个变量同时作为解释变量，是为了探索再分配偏好究竟是来源于绝对收入水平还是相对社会经济

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流动预期: CGSS ( 2006 ) 问卷设计如下: “三年后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发生什么变

化?”，要求被调查者选择:“将会上升”、“差不多”、“将会下降”，这一问题从动态和纵向比较的角度衡量了
被调查者对未来社会经济地位预期。本文采用虚拟变量进行刻画，令“将会下降”= 1，“将会上升”或“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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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文中对“收入公平性”的描述来源于以下调查:“现在有的人赚钱多，有的人赚钱少，但这是公平的”，并要求被调查者回答
对上述观点的同意程度。
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项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路路教授和边燕杰教授。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文内
容由作者自行负责。
我们删除了家庭年收入异常偏高和偏低的样本点，占总样本容量的 0． 1%。
关于“等价规模收入( Equivalence Scales) ”的详细讨论可以参考 Buhmann等( 1998) 和 Figini( 1998) 等文献。
同时，本文也尝试采用“家庭人均收入”以代替“等价规模收入”来衡量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但回归结果中，变量的系

数方向和显著性都没有变化。限于篇幅，具体结果留存备索。



多”= 0，我们利用这一变量检验“POUM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
3．有关分配公平的变量
分配公平的实质在于机会均等，即结果仅仅取决于个人主观能够控制的因素。由于存在一些因素介于

完全可控和完全不可控之间，因而本文分别构造了“不可控因素决定成功”、“半可控因素决定成功”和“可控
因素决定成功”三个反映个人分配公平观念的变量来检验“分配公平论”对中国的适用性。
根据 CGSS( 2006) 问卷设计:“在您看来，家境富裕 /父母教育程度高 /自己受过良好教育 /年龄 /天资和

容貌 /性别 /出生在好地方 /个人的聪明才智 /有进取心和事业心 /努力工作 /社会关系多 /认识有权的人 /政治
表现 /命运对一个人获得事业成功的重要性如何”，要求被调查者分别对上述 14 个问题选择: “具有决定性
作用 = 5”、“非常重要 = 4”、“比较重要 = 3”、“不太重要 = 2”、“一点都不重要 = 1”。我们进一步将上述 14
个因素分成三类:

第一类为个人难以控制的因素:家境富裕、父母教育程度高、年龄、天资和容貌、性别、出生在好地方、命
运。对这 7 个问题，设被调查者得分分别是 x1 － x7，变量“不可控因素决定成功( sucs_unctrl) ”设计如下: sucs_

unctrl = 1
7 ∑

7

i = 1
xi ( 对得分加总后除以常数是为了使得变量具有相同的取值范围，即在 1 ～ 5 之间，下同) ;

第二类为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的因素:自己受过良好教育、个人的聪明才智、社会关系多、认识有
权的人。对这 4 个问题，设被调查者得分分别是 y1 － y4，变量“半可控因素决定成功( sucs_semictrl) ”设计如

下: sucs_semictrl = 1
4 ∑

4

i = 1
yi ;

第三类为个人可控性较强的因素:有进取心和事业心、努力工作、政治表现。对这 3 个问题，设被调查者

得分分别是 z1 － z3，变量“可控因素决定成功( sucs_ctrl) ”设计如下: sucs_ctrl =
1
3 ∑

3

i = 1
zi。①

如果“社会公平论”在中国成立，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推断:认同“不可控因素决定成功”的居民，即认为社
会分配不公平的居民将具有较高的再分配偏好;而认同“可控因素决定成功”的居民，即认为社会分配公平
的居民将具有较低的再分配偏好。

4．其他控制变量
为了尽量消除变量遗漏带来的估计偏差，本文还引入了其他相关的控制变量，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

( 初中及以下、高中或技校、大专及以上) 、婚姻状况( 已婚、离婚或丧偶、单身) 、工作状态( 离退休、下岗失业、
其他) 、健康程度( 非常不满意 = 1，不满意 = 2，满意 = 3，非常满意 = 4) 、政治身份( 是否中共党员) 和户口( 城
镇或农村) 以及微观调查数据所涉及的 28 个省份的虚拟变量。上述变量的基本统计量如表 2 所示。

表 2 基本统计量

个体级别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再分配偏好 3． 098 0． 744 1 4
不可控因素决定成功 3． 046 0． 617 1 5
半可控因素决定成功 3． 792 0． 595 1． 250 5
可控因素决定成功 3． 710 0． 622 1 5
等价规模收入对数 9． 147 0． 954 6． 215 12． 889
相对社会经济地位 1． 973 0． 913 1 5
年龄 46． 734 13． 179 22 74
健康程度 2． 926 0． 686 1 4

分类变量 比例 组别

社会经济地位流动预期
向下 0． 055
向上或不变 0． 945 基准组

性别
男 0． 464
女 0． 536 基准组

初中及以下 0． 662
受教育水平 高中和中专 0． 225 基准组

大专及以上 0．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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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值得指出的是，上述 14 个决定事业成功因素的个人可控性强弱可能存在一些争议，例如“个人聪明才智”可能属于不
可控因素，而“有进取心和事业心”则可能属于半可控因素等等，因而本文的分类并不是唯一的。但是，即便改变这两个因素
的分类或直接去除，回归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都没有发生变化，因而本文只根据上述分类汇报了统计结果。



续表 2 基本统计量

分类变量 比例 组别

已婚 0． 834
婚姻状况 单身 0． 110

离婚或丧偶 0． 055 基准组
离退休 0． 122

工作状况 下岗失业 0． 067
其他 0． 811 基准组

中共党员
是 0． 090
否 0． 910 基准组

户口
城镇 0． 518
农村 0． 482 基准组

(三)计量方法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再分配偏好是一个四项有序选择变量，由于有序变量相邻选项之间的距离存在不可

比性，因而直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有欠妥当，本文遵循 Fong( 2001 ) 、Isaksson 和 Lindskog( 2009 ) 等
的处理方法，选择 Ordered Probit有序选择模型进行估计。

Ordered Probit模型最早由 Mckelvey和 Zavoina( 1975) 发展起来，该模型假定存在一个能够代表被解释
变量( 再分配偏好，RP) 但又不能直接测量、隐含的连续潜在变量( 这里称之为“潜在的再分配偏好”，RP* ) ，

并满足以下选择条件:当 μ j － 1 ＜ y* ＜ μ j时，y = j( j = 1，2，3，4) ，其中 μ0 ～ μ4为阈值，且μ0 = －∞，μ4 = + ∞，μ1、
μ2、μ3为待估参数。因而设“潜在再分配偏好”的回归方程为:

RP*
is = Fairnessisβ1 + Interestisβ2 + Zisγ1 + Dumsγ2 + uis

其中，下标为 is的变量表示居住在 s省( 直辖市、自治区) 的个体 i 的个人特征变量; Interest 表示个人利
益相关变量，Fairness表示公平观念相关变量，Z为个体级别的控制变量，Dums为省份虚拟变量，β1、β2、γ1、γ2

为待估矩阵，且误差项 u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N( 0，1 ) 。如果用 Φ(·) 代表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那么我
们可以得到再分配偏好 RP的条件概率密度函数:

Pr( RP = j |X) = Pr( μ j － 1 ＜ RP* ≤μ j |X) =Φ［μ j － f( X) |X］－Φ［μ j － 1 － f( X) |X］
其中，f( X) = Fairnessisβ1 + Interestisβ2 + Zisγ1 + Dumsγ2。上述密度函数为采用最大似然法( ML) 估计参数

奠定基础，不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Ferrer － i － Carbonell和 Frijters( 2004) 发现，Ordered Probit模型的 ML和 OLS在参数估计

的方向和显著性上存在一致性，同时 OLS更加直观并方便解释，因而不少研究直接采用 OLS 处理有序选择
变量模型。实际上，如果承认潜在变量的存在性，那么从上述潜在变量回归方程可以看出，Ordered Probit 模
型对待估系数的解释与简单线性回归模型中的解释是基本类似的( Powers and Xie，2008) 。

四、实证分析

(一)估计结果

表 3 给出了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 1) 和( 3) 分别汇报了 Ordered Probit模型在有无省份虚拟
变量下的极大似然估计;模型( 2) 和( 4) 还汇报了相应的 OLS 估计，其与模型( 1) 和( 3) 的估计结果一致，根
据基准模型( 3) 的估计结果，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几条规律:
第一，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中存在追求分配公平的动机。越认可“不可控因素决定成功”和“半可控

因素决定成功”的居民再分配偏好越高，同时，越认可“可控因素决定成功”的居民再分配偏好越低，因而“分
配公平论”在中国是成立的。
第二，相对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显著影响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认为自身相对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居

民具有越高的再分配偏好，而绝对收入水平( 等价规模收入) 对再分配偏好并没有显著的解释力，这很可能

是因为中国居民对“个人利益”高低的判断并非源自绝对收入的多寡，而是源于对社会经济地位的横向比
较。
第三，对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预期也是影响中国居民再分配偏好的重要因素。认为自身社会经济地位

会向下流动的居民具有较高的再分配偏好，因而“POUM假说”在中国是成立的。结合上一点，可以认为“个
人利益论”在中国也基本成立。
根据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不同估计方法下，变量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保持一致。但在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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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虚拟变量后，一些变量( 如“初中及以下”、“健康程度”和“户口”) 的系数方向发生了转变，但仍不显著，
由于省级虚拟变量进一步控制了地区级变量对模型的影响，因而模型( 3) 和( 4) 更准确地揭示了各变量对居
民再分配偏好的作用。根据基准模型( 3) ，男性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的再分配偏好较低，这很可能是因为这
些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更多的获取收入的机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降低了对收入再分配的支持力

度。其他控制变量则皆不显著。
尽管本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 除等价规模收入) 对再分配偏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模型整体的拟合优

度并不高( 伪 R2
或调整的 R2

都小于 0． 1) ，因而如何更全面地理解和解释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还有很大的
研究空间。

表 3 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再分配偏好 模型( 1)
Ordered Probit

模型( 2)
OLS

模型( 3)
Ordered Probit

模型( 4)
OLS

不可控因素决定成功
0． 0831＊＊＊
( 0． 023)

0． 0558＊＊＊
( 0． 015)

0． 0722＊＊＊
( 0． 024)

0． 0487＊＊＊
( 0． 015)

半可控因素决定成功
0． 2607＊＊＊
( 0． 027)

0． 1658＊＊＊
( 0． 018)

0． 2143＊＊＊
( 0． 028)

0． 1310＊＊＊
( 0． 018)

可控因素决定成功
－ 0． 1194＊＊＊
( 0． 024)

－ 0． 0775＊＊＊
( 0． 016)

－ 0． 0923＊＊＊
( 0． 025)

－ 0． 0569＊＊＊
( 0． 016)

等价规模收入对数
0． 0113
( 0． 017)

0． 0083
( 0． 011)

0． 0035
( 0． 018)

0． 0028
( 0． 012)

相对社会经济地位
－ 0． 0869＊＊＊
( 0． 015)

－ 0． 0558＊＊＊
( 0． 010)

－ 0． 0745＊＊＊
( 0． 016)

－ 0． 0460＊＊＊
( 0． 010)

社会经济地位流动预期:向下 0． 1289＊＊＊
( 0． 058)

0． 0829＊＊＊
( 0． 038)

0． 0886*

( 0． 059)
0． 0570*

( 0． 037)

性别:男 － 0． 0467*

( 0． 026)
－ 0． 0313*

( 0． 017)
－ 0． 0542＊＊
( 0． 027)

－ 0． 0356＊＊
( 0． 017)

年龄
0． 0010
( 0． 001)

0． 0007
( 0． 001)

0． 0010
( 0． 001)

0． 0007
( 0． 001)

教育:初中及以下
－ 0． 0271
( 0． 035)

－ 0． 0166
( 0． 023)

0． 0038
( 0． 035)

0． 0046
( 0． 023)

教育:大专及以上
－ 0． 0518
( 0． 048)

－ 0． 0327
( 0． 032)

－ 0． 0972＊＊
( 0． 049)

－ 0． 0586*

( 0． 032)

婚姻:已婚
0． 0117
( 0． 057)

0． 0062
( 0． 038)

0． 0157
( 0． 057)

0． 0082
( 0． 037)

婚姻:单身
0． 1190
( 0． 075)

0． 0750
( 0． 050)

0． 1057
( 0． 076)

0． 0658
( 0． 049)

工作:离退休 0． 0854*

( 0． 048)
0． 0552*

( 0． 032)
0． 0192
( 0． 049)

0． 0122
( 0． 032)

工作:下岗失业
－ 0． 0082
( 0． 053)

－ 0． 0032
( 0． 035)

－ 0． 0085
( 0． 053)

－ 0． 0029
( 0． 034)

健康程度
0． 0069
( 0． 020)

0． 0031
( 0． 013)

－ 0． 0074
( 0． 020)

－ 0． 0058
( 0． 013)

中共党员:是 － 0． 0773*

( 0． 047)
－ 0． 0502*

( 0． 031)
－ 0． 0454
( 0． 048)

－ 0． 0295
( 0． 031)

户口:城镇
－ 0． 0082
( 0． 033)

－ 0． 0091
( 0． 022)

0． 0040
( 0． 035)

0． 0037
( 0． 022)

省份虚拟变量 No No Yes Yes

Log likelihood － 8145． 79 － － 7961． 27 －
卡方 /F统计量 229． 48 12． 94 598． 52 13． 89

p值 0 0 0 0
伪 R2 /调整的 R2 0． 0139 0． 026 0． 0362 0． 0696
观察值 7590 7590 7590 7590

注:＊＊＊表示 p ＜ 1%，＊＊表示 p ＜ 5%，* 表示 p ＜ 10% ;括号内为标准差; F统计量和调整的 R2
适用模型( 2) 和( 4) 。

由于 Ordered Probit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并不能直接反映各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因而我们进一步计算了
在模型( 3) 设定下的各变量的边际效应( 详见表 4) 。可以发现:对中国居民而言，“半可控因素决定成功”对
再分配偏好的边际影响要大于“不可控因素决定成功”的边际影响，这与 Isaksson 和 Lindskog( 2009) 跨国研
究的发现不同。这里我们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根据指标构造，“半可控因素”主要包括受教育程度、聪明才
智和社会资本，而“不可控因素”主要包括家庭背景和个人的一些生理特征等，我们将这些因素作为单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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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与再分配偏好进行回归发现①，“社会关系多决定成功”和“认识有权人决定成功”两个变量的边际效应
为正且较高，这是造成“半可控因素决定成功”边际效应较高的直接原因。与家庭背景不同，社会关系尽管
存在人为建立的可能，但中国人通常更厌恶“拉关系、走后门”这种利用关系获取财富的行为，这一观念间接
体现到了居民再分配偏好之上，因而上述结果是可以理解的。

表 4 Ordered Probit模型的边际效应
再分配偏好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不可控因素决定成功 － 0． 0043 － 0． 0170 － 0． 0070 0． 0282
半可控因素决定成功 － 0． 0139 － 0． 0548 － 0． 0225 0． 0912
可控因素决定成功 0． 0066 0． 0261 0． 0107 － 0． 0435
等价规模收入对数 － 0． 0003 － 0． 0010 － 0． 0004 0． 0016
相对社会经济地位 0． 0045 0． 0177 0． 0073 － 0． 0294
社会经济地位流动预期:向下 － 0． 0060 － 0． 0255 － 0． 0138 0． 0453
性别 0． 0025 0． 0098 0． 0040 － 0． 0163
年龄 0． 0000 － 0． 0001 － 0． 0001 0． 0002
教育:初中及以下 0． 0010 0． 0038 0． 0016 － 0． 0064
教育:大专及以上 0． 0036 0． 0138 0． 0049 － 0． 0224
婚姻:已婚 － 0． 0007 － 0． 0027 － 0． 0011 0． 0045
婚姻:单身 － 0． 0053 － 0． 0221 － 0． 0112 0． 0386
工作:离退休 － 0． 0035 － 0． 0144 － 0． 0068 0． 0247
工作:下岗失业 0． 0007 0． 0027 0． 0011 － 0． 0045
健康程度 － 0． 0005 － 0． 0021 － 0． 0009 0． 0035
中共党员:是 0． 0038 0． 0144 0． 0050 － 0． 0232
户口:城镇 0． 0008 0． 0032 0． 0013 － 0． 0053

(二)稳健性讨论

第一，控制变量的不同选择可能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我们通过控制这些变量的不同组合进行回归发

现，核心变量的显著性和系数方向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②。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关于分配公平的三个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再分配偏好都来源于人们

的主观判断，很可能存在一个难以观测的变量( 如性格) 同时对这些变量产生影响，这便会产生内生性问题。
但我们无法获得有关被调查者性格的信息，同时，寻找一个与分配公平观念直接相关且与再分配偏好不直接

相关的工具变量也十分困难。因而我们采用了下述方案:
分别按被调查者所在的省份和地级市计算分配公平观念三个变量的平均值，以尽量消除性格等不可观

测的变量对分配公平观念的影响，并用这些平均值代表该省 /地级市的分配公平程度，进而对再分配偏好重
新进行回归( 见表 5) 。根据模型( 5) 和( 6) 我们发现，相关个人利益和分配公平的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方向
和显著性基本保持不变，仅有按省份平均的“不可控因素决定成功”变得不再显著，但系数仍然为正。总之，
我们认为上文分析得到的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分析

被解释变量:再分配偏好
( 1)

Ordered Probit
( 按地级市平均)

( 6)
Ordered Probit
( 按省平均)

不可控因素决定成功_平均 0． 1382＊＊＊
( 0． 056)

0． 0585
( 0． 087)

半可控因素决定成功_平均 0． 6001＊＊＊
( 0． 076)

0． 9811＊＊＊
( 0． 110)

可控因素决定成功_平均 － 0． 4418＊＊＊
( 0． 081)

－ 0． 7277＊＊＊
( 0． 115)

等价规模收入对数
0． 0074
( 0． 017)

0． 0138
( 0． 017)

相对社会经济地位
－ 0． 0870＊＊＊
( 0． 015)

－ 0． 0851＊＊＊
( 0．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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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这里没有给出具体的计量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限于篇幅，这里没有给出具体的计量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续表 5 稳健性分析

被解释变量:再分配偏好
( 1)

Ordered Probit
( 按地级市平均)

( 6)
Ordered Probit
( 按省平均)

社会经济地位流动预期:向下 0． 1330＊＊
( 0． 058)

0． 1419＊＊＊
( 0． 058)

性别
－ 0． 0441*

( 0． 026)
－ 0． 0461*

( 0． 026)

年龄
0． 0008
( 0． 001)

0． 0006
( 0． 001)

教育:初中及以下
－ 0． 0216
( 0． 035)

－ 0． 0224
( 0． 035)

教育:大专及以上
－ 0． 0671
( 0． 048)

－ 0． 0798
( 0． 048)

婚姻:已婚
－ 0． 0091
( 0． 057)

－ 0． 0133
( 0． 057)

婚姻:单身
0． 0772
( 0． 075)

0． 0709
( 0． 075)

工作:离退休
0． 0647
( 0． 048)

0． 0542
( 0． 048)

工作:下岗失业
－ 0． 0187
( 0． 053)

－ 0． 0096
( 0． 053)

健康程度
0． 0037
( 0． 020)

－ 0． 0025
( 0． 020)

中共党员:是 － 0． 0759*

( 0． 047)
－ 0． 0880*

( 0． 047)

户口:城镇
－ 0． 0165
( 0． 033)

－ 0． 0066
( 0． 033)

省份虚拟变量 No No
Log likelihood － 8170． 7222 － 8157． 1428
卡方统计量 179． 62 206． 78
p值 0 0
伪 R2 0． 0109 0． 0125
观察值 7590 7590
注:＊＊＊表示 p ＜ 1%，＊＊表示 p ＜ 5%，* 表示 p ＜ 10% ;括号内为标准。

五、总结

再分配偏好的提高反映出居民对当前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广泛重视，

但是探索中国居民再分配偏好决定因素的研究还较为罕见。本文致力于从“个人利益”和“分配公平”两个
角度对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进行解释。利用 CGSS( 2006) 的微观调查数据和 Ordered Probit 模型，我们发
现:

第一，“分配公平论”在中国是成立的，即越认可“不可控和半可控因素决定成功”的居民再分配偏好越
高，而越认可“可控因素决定成功”的居民再分配偏好越低。
第二，“个人利益论”也基本成立，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和个人对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预期对再分配偏好

存在显著影响。
因此，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不但存在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有显著的追求分配公平的动机。这一结论

的政策含义在于，若要降低再分配偏好、提高居民对收入分配的满意程度，不但在于缩小收入差距和提高中
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要确保社会各领域的机会均等、维护社会的分配公平。
遗憾的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机会不均、分配不公的现象似乎日趋严重。王海港( 2005)

发现，代际收入弹性从 1988 年的 0． 394 上升到了 1995 年的 0． 424，这表明贫富代际传递的概率在上升;尹恒
等( 2006) 发现，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呈现全局性下降;陈钊等( 2010) 则发现，行业间不平等和垄断是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因而，确保机会均等、促进分配公平必将任重而道远。
尽管本文利用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但仍存在不少缺陷:第一，本文的内生性问题可能还没有完全

解决，需要进一步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 第二，本文还不能回答促进分配公平的具体政策途径; 第三，关于

“半可控因素决定成功”边际效应较高的现象也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总之，这些都是我们进一步努力研究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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